
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運動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第一階段為1946至1949年，

主要是在老解放區進行土改；第二階段為1950至1952年，主要是在新解放區進

行。土地改革運動對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確立，意義非同尋常。

一　最有效果的戰爭動員

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革命不能以城市暴動的方式一舉

取得政權，而只能在農村積聚革命力量，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因此，自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確立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總方針後，中共長期在農村

開展武裝鬥爭，農村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區域。

既然革命的重心在農村，這就決定了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農民。組織動員

農民參加革命，成為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那是一個產生革命激情的年代，也

是一個產生革命理想主義者的年代，對於革命的組織者、發動者而言，革命是

為了實現自己崇高的理想，雖然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可以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獻出所有，然而，長期勞作於偏僻農村的農民，則不可能有革命組織者那種崇

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更不會有天然的革命自覺。中國農民在通常情況下總

是慣於忍受，歷史上農民揭竿而起的事例雖然屢有發生，但這種情況往往出現

於農民走投無路之時。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雖然農民的處境沒有絲毫的改

善，但客觀而言，農村的現狀也並未因南京政府的建立而迅速惡化。於是，一個

重大的問題擺在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面前：怎樣才能動員農民參加革命？

農民能否參加革命，如何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固然重要，但農民考慮更多

且更直接的，則是參加革命能否帶來實際的利益。如果革命帶來的只有危險與

犧牲，而不能改善其經濟條件與政治地位，農民是不可能投身於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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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革命的目的雖然是解放生產力並最終發展生產力，但革命本身是對現存社

會制度的衝擊與摧毀，因而在革命的進程中可能會造成對生產力的破壞。也就

是說，革命本身不能促進生產，發展經濟，增加社會財富。革命的組織者和領

導者所擁有的僅是革命的勇氣、膽識和信念，而除此之外別無長物。要讓農民

從革命中得到物質利益和政治利益，就只能對現有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

進行再分配。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其他財富之後分

配給農民，同時打破舊有的農村社會秩序，剝奪鄉紳階層原來在農村的社會控

制權，讓最積極參加革命的那部分農民分享對鄉村社會的控制。所以1927至

1936年的國共內戰中，土地關係的變動就成了中共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最有效

方式，而這段歷史也就被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土地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十年內戰時期沒

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轉變為減租減息政策。因為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戰爭，需要

動員全民族抗日，即使是地主，只要他們不願當亡國奴，有抗日要求，也要團

結爭取他們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其為抗戰出力。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

難題：要農民抗日，必須給農民好處；要地主抗日，不能再沿用過去沒收地主

土地的政策。於是，中共提出了減租減息的政策。土地還是地主的，但要減輕

農民的負擔。這樣，地主的根本利益沒有受到損害，農民也從減租減息中得到

了實際的好處，因為減輕了負擔，並且地主不得隨意退佃。實行這一政策，農

民覺得共產黨好，跟¡共產黨抗日；地主覺得經濟上沒有吃太大的虧，政治上

沒有當亡國奴，跟¡共產黨總比當漢奸強。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雖然全國人民熱切盼望和平，不希望再發生戰爭，

但國共兩黨的領導人都清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自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

共之間已是磨擦不斷，有時甚至快到了重啟內戰的邊緣。經過八年抗戰，國共

兩黨的力量其實都得到了發展，兩黨都希望建立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國，因而抗

戰一勝利，內戰的硝煙便再起。到了1946年春夏之際，形勢已經基本明朗了，

全面內戰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在經過長期的戰爭之後，如何動員解放區農

民繼續參軍參戰，成為中共領導人不得不¡重考慮的首要問題。而抗戰期間在

土地問題上減租減息這種看起來兩全其美的政策，顯然不能再維持了，因為租

息已沒有再減的空間，農民的要求是從地主手中得到土地。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專題討論土地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指

出：國民黨統治地區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國幫助，他大我小。但是，國民黨

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聊生。我們只有依靠人民同他們作鬥

爭。如能在一萬萬幾千萬人口中解決土地問題，即可長期支持戰爭，不覺疲

倦；解決土地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環節，全黨必須認

識到這一點1。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以下簡稱

〈五四指示〉），指出：各地黨委在廣大群眾運動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

區的土地關係，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不要害怕消滅農

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誣衊，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

和動搖；相反，各地黨委要堅決擁護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准

農民獲得和正在獲得土地。〈五四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必須明確認識到，解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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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放區的土地問題是共產黨目前最基本的歷史任務，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

環節2。隨後，各解放區都將貫徹〈五四指示〉、組織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作為戰

爭動員最主要的方式，並以「實現耕者有其田」作為發動農民的響亮口號。

在全面內戰即將爆發之際，土地改革運動的啟動，就顯示出了特別重大的

意義。一方面，它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使他們深切地感到，只有中國共產

黨，才能使他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從而堅定了他們跟共產黨走的決心。另

一方面，中共又告訴他們，要保U自己剛剛獲得的土地，保U勝利果實，僅僅

推翻了本村的地主還不夠，還要打倒地主階級的總後台蔣介石。對於中共而

言，要取得在全國的執政地位，就必須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打倒蔣介石；而對

於當時解放區的普通農民來說，他們對於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印象是相對抽象

的。那麼，怎樣將抽象的蔣介石變成具體的蔣介石？中共除了廣泛宣傳戰爭的

自U性質外，還通過土地改革運動使農民認識到，其實他們身邊的地主富農及

其爪牙，就是南京的蔣介石在本村本鄉的代理人，就是一個個小蔣介石，不徹

底打倒南京的蔣介石，村m的小蔣介石就會組織還鄉團進行反攻倒算。而要打

倒蔣介石，就必須武裝起來保U解放區，大家都去參軍參戰，打敗來犯的國民

黨軍隊，保U家鄉，保U土地。因此，伴隨¡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各解放區

掀起了參軍參戰的熱潮。

不可否認，在中共領導的解放區，由於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農民有

¡較高的政治覺悟，但是，國內戰爭畢竟不同於民族戰爭，已經不能再用民族

大義為旗幟動員農民。要使解放區農民參軍參戰，就必須揭示這場戰爭的必要

性和正義性，必須使他們明白，這場戰爭的勝敗，不只關係到共產黨的成敗，

而且與他們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要讓農民參加戰爭，必須給他們以看得見的

物質利益。中共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除了土地關係的重新調整和社會財富的

重新分配之外，並無其他資源可供利用，於是，進行土地改革就顯得尤為必

要。這次國共內戰，以國民黨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其結果是，國民黨失去了

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中共贏得了執政地位。這其中，當然有諸多的原因，但

最重要的還在於通過土地改革，激發了解放區軍民參加戰爭的熱情，使解放區

的億萬農民成為中共的堅定支持者。

二　深刻而全面的鄉村社會改造

其實，如果單從農村的土地佔有情形看，各解放區土地集中的問題並不十

分嚴重。一方面，中國農村歷來自耕農佔的比重較大，富者越陌連阡、貧者無

立錐之地的情況雖然存在，但並不十分普遍，而中國農村傳統的兄弟分家習

慣，往往使原來的大地主分拆成若干小地主，而小地主再分家之後就不再是地

主了。加之抗日根據地實行「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的負擔政策，地主富農的實

際稅賦往往重於一般農民；並且在政府的鼓勵下，他們將部分土地出賣或回贖

給農民後投資於工商業；在抗戰勝利後各解放區又普遍進行了反奸清算，相當

多的地主由於各種原因佔有的土地大為減少。另一方面，抗戰期間各根據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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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實行減租減息政策，農民的負擔得到減輕；加之戰爭的原因導致土地價格相

對便宜，部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通過購進土地上升為中農。因此，僅僅解決少

數無地或少地農民的土地問題，自然不必發動一場涉及解放區全民、以激烈的

階級鬥爭為表現形式的土地改革運動。

由於〈五四指示〉是在戰爭的烏雲已經密布但全面內戰畢竟尚未爆發的情況

下制訂的，因此，土地改革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共還是試圖採取比較溫和

的辦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比如動員一部分開明地主獻田，政府給予獎勵；

又比如由政府發行土地公債，政府和農民都出點錢，將地主的土地購買過來分

給農民，以盡量減少地主對土地改革的反抗。但是，〈五四指示〉出台僅一個多

月，以蔣介石的三十萬大軍進攻中共領導的中原解放區為標誌，國共兩黨的全

面內戰爆發。這時，如果不迅速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就不能有效地動員農民

參軍參戰。所以，全面內戰爆發後，各解放區都迅速加快了土改的進程，並且

放棄了動員開明地主獻田和發行土地公債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而是採取沒收

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農民的政策。

八年的抗戰，解放區的農民已付出了很大犧牲，他們之所以承受了這種犧

牲，主要由於民族大義。現在對外戰爭剛剛結束，又要進行國內戰爭，這就意

味¡他們還要繼續為戰爭付出犧牲。而在民族大義顯然難以再度成為動員農民

投身於戰爭的情況下，階級意識的啟發和階級鬥爭方式的運用的重要性便凸現

出來。

進行土改的前提是劃分農村的階級與階層。只有劃分了階級，才能確定鬥

爭對象。階級的劃分是十分複雜的。在土地改革過程中，由於一開始各解放區

並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農村階級劃分標準，因而一些地方在劃分階級

成份時往往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於是「破產地主」、「下坡地主」、「生產富農」、

「下坡富農」這樣的稱謂也產生了，甚至出現了所謂的「看攤攤大小」和「查三代」

的階級劃分方法，一度嚴重地擴大了打擊面，成為1947年下半年各解放區土改

運動中出現「左」的偏差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農村進行階級成份的劃分，對於

組織動員農民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以往中國農民雖然有貧

富的差異，但並無各種不同階級階層的稱謂，農民可能有仇富心理，但並無階

級鬥爭意識，而通過階級劃分把農村本不清晰的社會關係變成一目了然，地主

富農由於劃分為剝削階級而成了革命的敵人，而貧僱農因為受到地主富農的剝

削成為革命的依靠力量，中農則由於基本上不剝削他人亦不受地富的剝削而成

為團結的對象。這種涇渭分明的階級成份劃分，使農村原來的宗族宗法關係徹

底被打破，對革命的組織動員十分有利。

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實現了中共黨組織與農村基層政權的有機融合，使

黨的基層組織植根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自古以來，中國的國家權力基本上只

延伸到縣一級單位，至於縣以下的廣大農村並無政權組織。南京國民政府建立

後，國民黨曾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並以此為依託，開始了對中國基層政權的建

設，企圖使國家權力下移至鄉村。但國民黨在這方面的努力並不成功，「即使從

國民黨的角度出發，保甲制的實行也是完全的敗筆。⋯⋯從實行的效果看，只

是將國家政權在形式上伸延到了每家每戶，但實際上則是將原來土豪劣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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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抗戰期間「黨機器的組織觸角延伸到了縣以下鄉村基層社會，其組織擴張和

滲透能力達到了它建黨和執政以來的鼎盛。然而，由於國民黨黨機器長期以來

所積澱的組織功能障礙和內在積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疏理和清除，戰時黨組織

在量上的膨脹和擴張，不僅沒有展示出黨力的強健和壯大，相反組織的渙散隨

¡組織的擴充而同步增長。」4這就意味¡國民黨不論黨的組織還是其控制的政

權組織，其實都沒有在廣大鄉村生下根來，對中國社會的控制基本上止於縣一

級，其社會動員能力在鄉村甚為微弱，以至於徵兵都不得不用抓壯丁這種拙劣

而極易引起民怨的辦法。

中共自從建立農村根據地之後，就十分重視根據地的基層政權建設。早在

十年內戰時期，就曾規定縣以下設區、鄉、村工農兵代表大會（即蘇維埃），分

別為區、鄉、村最高權力機關。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各解放區在縣以下

也普遍設立區、村政府。與此同時，在區（鄉）、村各級亦相應地建立黨的組

織，但在土地改革運動前，村一級的黨組織和黨員身份基本不公開，普通民眾

雖然知道村中有黨的組織，但往往不清楚村中究竟何人是黨員，黨員和黨組織

只在暗中發揮作用。各解放區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還開展了對原來鄉村政

權的改造。原因是抗戰時期各級政權具有「三三制」性質，容納了一部分以開明

紳士面貌出現的地主富農，在土改運動之初，也有一些二流子之類人物由於表

現積極進入了鄉村政權組織。

1947年中共在土改覆查和平分土地的過程中，曾一度建立以貧農團為核心

的農會，取代了原村一級基層政權班底，並對原來的鄉村幹部用「搬石頭」的方

式進行整肅，這自然擴大了打擊面。但中共很快意識到「搬石頭」的嚴重性，發

現將原有的幹部當作阻撓土改的「石頭」全部搬掉並不妥當，於是立即進行了糾

偏，要求老區和半老區將貧農團改組為貧僱農小組，建立縣以下各級農民（或人

民）代表會作為土地改革運動的領導機關，然後在此基礎上實行普選，成立鄉村

人民代表會，並改選鄉村政府。

同時，中共在土改運動的後期決定結合土改開展整黨，並將原來長期處於

秘密狀態的黨組織和黨員身份公開。這樣，黨支部不再是隱於鄉村政治活動的

幕後，而是直接活躍於前台，形成了基層政權組織和基層黨的組織並行的鄉村

權力運行機制。雖然這兩個組織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但根據中共一元化領導

的原則，二者的功能與作用實際上是可以合一的。隨¡黨組織的公開，黨支部

逐漸取代村政府在鄉村的權威。這種體制的出現，大大加強了中共對鄉村的控

制能力。

三　「翻身」與「解放」話語的政治意涵

曾親歷過解放區土改的美國友人韓丁（William Hinton）在他的《翻身——

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一書的扉頁中，寫了這樣一段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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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革命都創造了一些新的詞彙。中國革命創造了一整套新的詞彙，其

中一個重要的詞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E翻過身來」。對於中國

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E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

地、牲畜、農具、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如此。它還意味E破除迷信，

學習科學；意味E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E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

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係；意味E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的鄉村政權

機構。總之，它意味E進入一個新世界。

「革命」曾是一個光榮的名詞。參加革命當然要有許多的付出，甚至犧牲生命，

但在革命的大潮中，參加革命也可以給人們帶來榮譽、地位甚至物質的利益。

土地改革運動本身就是一場在農村進行的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參加者人數眾

多，他們不但從地主富農手中分到土地、牲畜、衣物及其他財物，更為重要的

是感受到了革命帶來的光榮和快意。土地改革運動不只是農村以土地為核心的

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同時也是在變動土地所有關係的過程中進行各種社會資

源的再分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鄉村社會改造。

近代以來，中國農村的領導權控制在鄉紳階層手中。鄉紳階層「主要由科舉

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當地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鄉或長期賦閒居鄉養

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鄉村社會有影響的人物構成」6。普通的農民

特別是其中的貧僱農，除了整日考慮自己的溫飽生計，在鄉村社會基本上無甚

地位，沒有話語權利，這些人佔了農村的大多數。隨¡土地改革的進行，原有

的鄉紳階層多被劃為地主富農階級，變成了要打倒的對象，而一向生活於農村

社會底層的貧僱農，則在「貧僱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下，組織了貧農團，一

時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宰。

1947年9月，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在《晉綏日報》上發表的〈告農民書〉說7：

不論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隱藏了財產裝窮的地主，

化裝成商人，化裝成農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所有地主階級，

必須在政治上，把他們的威風打垮，做到徹底消滅他們的封建壓迫。⋯⋯

地主階級當中，罪大惡極的反動份子，不管他是甚麼人，大家要怎樣懲

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雖然這種過「左」的做法隨後便進行了糾正，但土地改革運動用暴力的形式，釋

放了農民對地主富農的階級仇恨，使他們產生了改天換地的感覺。

暴風驟雨式的土地改革運動結束之後，農村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從外表

看似乎一切又回復到了原樣。除了一部分在運動中湧現的積極份子被吸收進入

鄉村權力機構，取代了原來的鄉紳成為新的鄉村政治精英外，捲入運動中的大

多數農民，仍然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們在鄉村社會的地位其實

並無本質變化，分配到手的地主財物也很快消耗。雖然進行了土地的重新分

配，但除了以前的赤貧農得到了較多的土地外，對於大多數農民而言，土地的

增加並不很多，但土改之後的農民卻有¡一種「翻身」與「解放」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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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以往根據地也出現了農民的政治參與形式，如組織過普選，但以選舉為主

要內容的政治參與不但時間短暫，而且普通農民被選進鄉村政權的機率很小。

這次土地改革運動不但持續時間長（到1948年上半年老區的土改才基本結束，長

達兩年的時間），而且全部鄉村人口都捲入了運動之中。土改運動還賦予了一向

生活於鄉村社會底層的農民鬥爭以往鄉村精英（這些精英既包括地主，也包括所

謂的壞幹部）的權力，這是千百年來從未有過的。

另一方面，「翻身」與「解放」的感受來自於農民對於社會平等的嚮往。長期

以來，由於農民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低下，客觀上確實處於一種受壓迫、受剝

削的境地。通過土地改革，地主富農成為鬥爭對象，從此以後他們的社會地位

一落千丈；以往的富人變成了窮人，嘗到了受窮的滋味。經過土改，鄉村各階

層成員所扮演的角色，似乎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這正好順應了中國農民長期

形成的「均貧富、等貴賤」的心理。

自然，「翻身」、「解放」這樣的詞彙，並不是農民的創造，但農民很快接受

和認同了土改等於「翻身」、「解放」的闡釋，並變成其內心的認知與感受。中共

在組織、發動這場運動之初，就將土改賦予了「解放」、「翻身」的含義，一些地

方的土改工作隊，被稱為「翻身隊」，土改運動又被稱為「翻身運動」，隨後進行

的土改覆查則稱為「翻身大檢查」。土改等同於「翻身」、「解放」的話語闡釋，是

土改運動能夠成功發動、廣大農民踴躍參加的重要原因。農民都清楚，他們的

「翻身」與「解放」，固然離不開自己起來和地主階級鬥爭，而他們之所以有能力、

有權力進行這種鬥爭，則是因為背後有中共這個強大的支持者。於是，農民也

就很自然地將「翻身」、「解放」和黨聯繫起來，認為這一切都是黨帶來的，必須

聽黨的話，跟¡黨走。正是這種認識的產生，使中共獲得了農民對自己執政地

位的充分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講，土地改革運動獲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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